
·学术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再反思·

“汉语哲学”论纲：
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

孙 向 晨

摘　要：对于人类共同的普遍关切，不同的语言世界会有不同的本源性思想资

源加以回应。建基于汉语之上的哲学理应深入思考在此语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关

切。不少学者开始使用 “汉语哲学”这个概念，并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与 “中国哲

学”不同的范式与概念。“汉语哲学”问题的提出与表达直接涉及汉语世界的精神

结构、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特质与规律。 “汉语哲学”建立在 “迂回”

他者的自我省思之上，而这需要将 “西方哲学”的 “普遍性”重置为 “他者”才能

完成。这是一种哲学上的 “范式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从普遍性问题、本源性思

想、规范性建构三个层面来梳理 “汉语哲学”的理论框架，意在突出 “汉语哲学”

的原创性、规范性、开放性、未来性、世界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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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百多年来对 “中国哲学”与 “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在 “汉语世界”

中，如何基于自身的生活世界 “建构哲学话语”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哲学
之为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任何一种地域上的限制都与哲学本
性相违背。但对于普遍性问题的回答，会诉诸不同语言世界的本源性思想。基于
“汉语世界”独特的思想传统与精神结构，就会形成不同于 “西方哲学”的、源自
汉语思想脉络中的问题意识。在现代世界中，推进 “汉语哲学”会进一步涉及汉
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基本特质，从而形成 “汉语哲学”自身的规范性。

哲学是一门扎根于普遍性问题的学科，同时对于 “语言—世界”的关系保持高度
自觉。维特根斯坦深刻地认识到：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① 在
此，语言绝不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问题，它承载着 “生活世界”，界定着思想发展
的路径。汉语属于与印欧语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系，建基于其上的哲学理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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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陈启伟译，《维特根斯坦全集》第１卷，石家庄：河北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５页。



入思考在此语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关切。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不是一种
关于 “汉语言”的哲学，而是基于 “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以及特有的概

念规范，以开放的姿态来思考人类普遍性问题的一种哲学活动。因此，本文将从

普遍性问题、本源性思想、规范性论述以及开放性吸纳与世界性境遇等方面来考

察 “汉语哲学”。

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与 “汉语哲学”

“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学科的一大门类，近年来表现得生机勃勃。仔细检视 “中

国哲学”的学科发展，又会发现其中范式多样，从古典学到学术史、思想史，所属
系科也从中文系、历史系到哲学系；在国外大学则常常属宗教学系、东亚系，极少

属哲学系。① 这一方面反映出传统思想的 “整全性”非一个系科所能涵盖，另一方

面也显示出学界对 “中国哲学”的规范性缺乏共识。

传统 “中国哲学”范式肇始于 “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说是由胡适、冯友兰

所创，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西方哲学概念与体系来整理中国思想传统的做法。蔡
元培曾解释说，要编写中国哲学史，没有古人先例可依傍，不得不依靠西洋人的

哲学史。② 冯友兰认为，讲中国哲学史须以西洋所谓哲学者为标准，在中国古代学

问中 “选出而叙之”。③不止是冯先生，近代以来研究 “中国哲学”，大抵是以各色西

方哲学为 “哲学”范式，“选出”中国古代学问而 “叙述之”。刘笑敢称之为 “反向

格义”。④

这种 “以西释中”的模式之所以流行，其背后原因正在于以 “西方哲学”为
一种 “普遍性”。对于这种现象，金岳霖曾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

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论理是普通的呢？还是特别的呢？

这也是写中国哲学史的一先决问题。”⑤金先生点出了研究 “中国哲学”的根本性

问题：哲学追求的普遍性命题，与其限制词 “中国”之间构成巨大张力。于是，

这中国的 “论理”到底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成为始终伴随 “中国哲学”发展的
重大挑战。

“以西释中”的做法确使中国传统思想在一种新架构下形成某种 “系统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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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勇等：《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 “三重约束”》，《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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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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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身的 “特殊性”体现了某种 “普遍”原理；但用西方哲学话语来理解中国思想
传统本质上乃是一种 “宰制”，是对于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 “遮蔽”，最终带来的是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惑。这方面的讨论极为丰富，对于胡适、冯友兰等的工作多
有质疑，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工作也有很多批评。①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
不是一个伪问题，本质上并不在于用了哪种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的思想传统，而在
于暗地里把 “西方哲学”预设为一种 “普遍性”，在 “普遍性”名义下，所谓的 “中
国哲学”便理直气壮地借用 “西方哲学”的范畴，以对哲学的 “狭隘”理解，特别
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和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为标准，来对 “中国思想”

进行分梳与整理。但是，无论以显性还是以隐性的方式，这种 “西方哲学”的框架
都很难揭示 “中国哲学”的特点。

对 “中国哲学”的质疑涉及 “什么是哲学”这一根本问题。我们总被要求以
“某种”普遍性观念来理解 “哲学”，实际上却是以这种或那种 “西方哲学”作为审
视中国传统思想的 “普遍”标准。追求的是哲学的 “普遍性”，实际却以自我矮化的
方式来 “看待”中国哲学。从 “普遍性”来说，“中国哲学”体现的是一种 “特色”，

一种 “具体实践”；从阶段论来看，“中国哲学”体现的是 “朴素的”什么思想 “自
发的”什么主义等。若中国思想传统都只是一种普遍性思想的 “特殊”或 “初级”

形态，实在不必大费周章去研究。陈来非常敏锐地指出，所谓的普遍性问题，可能
只是西方的特殊问题，如果把西方特殊问题当作哲学最基本问题，这至少对中国哲
学来说，是迷失了方向。②

当我们不以这种 “普遍性”名义下的 “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时，也有人
提出了 “以中释中”的原则，主张在彻底消除西方文化影响的基础上，以 “完全回
归中国文化传统本身的方式来论说中国文化。”③强调 “完全回归”，以中国文化 “本
身方式”来认识中国思想，看似一个合理的命题，其实问题多多。首先， “以中释
中”在逻辑上是一个理论内循环，如何能保障其哲学问题具有的 “普遍关切”；其
次，在现实中，当貌似脱离 “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概念以中国 “本身方式”来解释
时，只要你运用 “现代汉语”，那么依然会存在某种 “以西释中”的 “陷阱”。现代
汉语的语法与用词深受西方语言影响，许多常用概念多直接从西方术语中 “翻译”

而来，日常汉语早已浸透着 “西方哲学”的影响。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倒逼 “汉语哲学”的出现。“汉语哲学”的立意并不在

于强调这只是中国人的哲学，而是重视以 “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和语言特质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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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来等：《中国哲学的 “合法性”反思与 “主体性”重构笔谈》，《江汉论坛》２００３
年第７期。
参见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４页。
南金花：《超越合法性危机重写中国哲学史》，《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面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此处的 “普遍”特指汉语中 “广泛而有共同性的”意思，①

并不是指基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与 “特殊”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对举的
“普遍”（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范畴。所谓的 “共相”与 “殊相”就已经是源自西方哲学传统

的概念了，这样的用法会无意识地将自己置于 “特殊”地位。这里所说的 “普遍”

更指人类 “共通”的理性与情感结构，以及所面临的 “共同”的生存性挑战，这也
是人类得以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基础。但是，人类并不生活在抽象的一般世界中，而

是生活在各自的 “语言世界”中，不存在超越于任何语言系统的 “生活世界”。因

此，人类对 “普遍性”问题的回应，一定是会在各自语言世界中做出的。在这个意

义上，很多学者都曾提出过 “让哲学说汉语”的问题。这里的 “汉语”并不仅仅是
指一种语言而已，而是对于身处的这个 “语言世界”有高度自觉。用 “汉语”进行

哲学对话同样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体现，同样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是某种
“普遍性”的特殊体现；“汉语哲学”是对人类如此这般生存的哲学反思。在这个意

义上，“汉语”与哲学的普遍性品质并不构成任何抵牾与矛盾之处。
“汉语世界”是在汉语环境中生成的 “生活世界”，与传统认为先有世界后有语

言的世界观不同，现代哲学家们普遍认识到语言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世界

本身体现在语言之中”。伽达默尔说：“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

人拥有世界。”②正是 “语言”使 “事物”在世界之中显现出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言，

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说着不同语言的
人就居住在不同的家中。海德格尔曾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

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④ 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为其所在的世界构筑了独特的
“概念框架”。但基于现代欧洲的强势，这种不同的存在之家似乎成了一个 “普遍”世

界，事实上我们依然生存在一个 “和而不同”的世界中。“汉语”基于最基本的语汇、

不同的句法，以及漫长的文明历程积累于语言之中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传统，在不同层

面上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的 “汉语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汉语世界”有其独特的意

义，其聚拢世界的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系的世界。笔者并不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独

特的哲学体系，这种语言必须是独立的语系，有着漫长文明的积淀与支撑，形成丰富
的本源性思想资源，并具有高度的反思性传统；“汉语哲学”正是对这一聚拢世界的

方式进行反思的哲学活动，这一点在张东荪的哲学中已经有了充分认知。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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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汉语大辞典》中卷，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０６２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６６页。
参见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主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
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３７７页。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７６页。
参见张东荪： 《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 《知识与文化》，长沙：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年。



基于对 “汉语世界”的认识，从 “中国哲学”到 “汉语哲学”一定有着一种理

论范式上的转变：

其一，“汉语哲学”首先是一项哲学创造的工作。“中国哲学”长久地沉浸于一

种哲学史研究，甚至是一种古典学、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汉语哲学”试图避免

目前 “中国哲学”在研究论题上的历史化、民族化倾向，不以中国历史上各种哲学

学派的研究为限，坚持对人类普遍性、根本性问题的探究，面对现实世界，给予的

是理性化而非权威化的解答；“汉语哲学”是建构性的而非注释性的，通过 “汉语哲

学”的概念将这些原创性哲学思想凸显出来。

其二，“汉语哲学”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探究是以 “汉语世界”为基础的。“汉

语”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语言工具，“汉语世界”是全体人类诸种生存形态之一。“汉

语哲学”高度重视语言—世界的内在关联，① 但绝不仅是一种 “汉语言哲学”，②并

不采取一种语言决定论立场，而是意在揭示作为一种生活世界的 “汉语世界”之思

想特质，重视基于汉语思维特征的言说方式，强调基于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来回

应现代世界的挑战。

其三，“汉语哲学”敏感于在哲学中以 “普遍性”面目出现的 “西方框架”，重

新理解这种 “普遍性”之 “他者”意味，这是 “汉语哲学”的一种哲学自觉，也与

近代以来的 “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拉开距离。“汉语哲学”强调以 “迂回西方”的

方式 “反观”自身，强调中西思想之间的 “本源性差异”；深切反思 “汉语世界”中

涌现的 “框架性理念”；澄清这些原初概念与思想是 “汉语哲学”的工作起点。③

其四，“汉语哲学”反对一种本质主义的概括，保持开放性特征。历史上有很多

异文化要素进入 “汉语世界”，一如宋明理学所容纳的佛学影响，现代 “汉语世界”

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吸纳世界性思想资源的过程，但 “汉语哲学”拒绝在一种所谓

的 “多元化”中消解自身，“出入西学，返诸六经”，这里的 “六经”泛指 “汉语世

界”的 “框架性理念”，以形成一种 “家族相似”的哲学类别，“汉语哲学”将会是

自觉于此的一场哲学运动。

“汉语哲学”的提出并不是要取代 “中国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汉语哲学”

与 “中国哲学”并行不悖，各自旨趣不同又有着很强的交叉重叠。“中国哲学”一词

在涉及传统上指涉面更加开阔，涉及内容更加宽广，在历史上形成了非常多样的研

究路径；“汉语哲学”更重视基于 “本源性思想”的新创造。事实上， “汉语哲学”

在历史与现实中早有展示。张东荪在那个普遍把 “西方哲学”奉为圭臬的时代，明

确指出：“西洋哲学上的问题大半不是中国人脑中所有的问题。……西方人的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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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水法：《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参见刘梁剑：《汉语言哲学发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７页。



是把西方人的知识即视为人类普遍的知识而加以论究。然殊不知西方人的知识仅是
人类知识中之一种而已，在此以外，确尚有其他。”①这 “尚有其他”中就包含了
“汉语世界”的知识类型，这同样是人类知识的一种。张东荪从言语、逻辑、思想传
统、哲学范畴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思想传统特征，对于 “汉语思想与概念”的独到性
有深入洞察，他的哲学很难归入现有的 “中国哲学”范畴，却称得上是 “汉语哲学”

的先驱者；赵汀阳的哲学创造同样不会被学者同仁归于 “中国哲学”，其以哲学方式
面对当代世界的普遍关切，提出 “天下”概念，形成国际性影响。这些哲学努力远
远超出了传统中国思想的研究范畴，敢于在现代社会中重估 “本源性思想”的世界
意义。“汉语哲学”须首先在 “汉语世界”中重获理解与认同，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
贡献于人类。

二、比较的视野抑或 “迂回”的观照

“中国哲学”中隐含的 “普遍性问题”倒逼 “汉语哲学”的出现，在现代世界对
于 “普遍性问题”的回应，势必会与 “西方世界”产生 “碰撞”，现代世界的诞生与
西方文化息息相关。进而言之，“汉语哲学”就是在中西世界 “碰撞”中产生，这个
“碰撞”过程本身会加深对 “汉语世界”的界限及其思想特质的认识， “汉语哲学”

必然会受到 “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这从根本上牵涉到与 “西方哲学”的关系问
题；与 “西方哲学”的关系也决定了 “汉语哲学”的基本特性。不能奉 “西方哲学”

为 “普遍性”来从事 “汉语哲学”研究，否则会引发一系列 “合法性”质疑；于是，

另一种流行做法则是从事 “比较”研究，“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可以说与比较哲学
有关。 “比较哲学”在方法论上似有意避开 “西方哲学”的 “宰制”，避开因追求
“普遍性”而伪装出的 “一致性”。但 “比较哲学”范式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值得
警惕。与之相区别，“汉语哲学”在方法论上更倡导一种 “迂回”的策略。②

在 “跨文明”的早期相遇中，学者们总是通过 “比较”来寻求不同文明间的
“相似性”。早年佛教传入中国，发现老庄之学与佛教的 “相似性”，于是会用 “汉语
世界”熟悉的概念去比附一种陌生思想，形成 “格义”。在 “跨文明”的接触中，内
在地蕴含着某种 “比较”，并倾向于强调其中的 “相似性”。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一再
发生，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其基督教背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发现了诸多
“相似性”，没有这种最初的 “相似性”，不同文明间很难建立最初的沟通。然而，人
们很快发现其中问题，即它们有着根本不同的思想脉络。许多 “比较研究”至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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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东荪：《思想语言与文化》，《知识与文化》，第１９９页。
关于 “迂回”的说法，参见弗朗索瓦·于连： 《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北京：三联
书店，１９９８年。



存在着这种 “肤浅的相似性”问题。①

在 “比较研究”中，同样要提醒的是一种 “虚假的差异性”。“差异”更能帮助我

们形成自我认知，但 “比较”背后常会陷入一种更大的 “认知陷阱”。 “虚假的差异

性”在看似强调差异的 “比较”中常常 “预设”了某种 “普遍性”，但这种隐匿的
“普遍性”是可疑的。这种 “比较”下的 “具体差异”忽视了中西文化思想背后的
“本源性差异”，简单地将一种外部思维看作 “普遍标准”。基于人类文明多样性，“汉

语哲学”倡导深入探究 “生活世界”中的 “本体论承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这里借用了蒯因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Ｖａｎ　Ｏｒｍａｎ　Ｑｕｉｎｅ）“本体论承诺”这一说法。②在蒯因理论

中，人们承认在任何一种陈述中都包含某种 “本体论承诺”，“我们之接受一个本体

论在原则上同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比如一个物理学系统，是相似的。我们有相当道

理来说，我们所采取的是能够把毫无秩序的零星片段的原始经验加以组合和安排的

最简单的概念结构。”③蒯因的 “本体论承诺”当然是在西方本体论传统内部给出的

区分，把哲学家们关于他们所说的 “何物存在”的差异以逻辑方式明确标识出来。

借用 “本体论承诺”这一说法，这里强调的是，任何一种理论及思想传统背后都有

更为深层的 “本体论承诺”。在不同文明体系中，从事哲学、艺术或者其他文化活

动，人们借助 “概念结构”所 “承诺”的不仅是 “何物存在”，还可以是 “如何存

在”的问题。在不同文明体系中，不同的 “本体论承诺”就会有不同的 “概念结

构”。“本体论承诺”具有本源性、方向性、框架性的特点，现有的 “中国哲学”对

基于自身语言世界的 “本体论承诺”尚没有充分反思，“汉语哲学”将勾勒出这种本

体论预设视为自己的哲学使命。

在 “汉语哲学”中，如何勾勒出自身的 “本体论承诺”呢？这不是进行简单化
“比较”可以得出的。列维纳斯从犹太视角出发警惕西方哲学 “普遍性”的宰制给我

们以启示，他否定 “比较”之上的 “同一性”，强调要直接面对 “他者”。在中西交

流与接触中，近代中国有一个把 “他者”转变为 “普遍”的过程，随着对 “西方哲

学”的深入研究，“汉语哲学”的推进首先是要把这种所谓的 “普遍性”重新置于
“他者”的位置。如何重置？“自我”首先要与 “对话者”拉开 “间距”，使一种 “外

在性”得以可能。列维纳斯说：“无论如何，对话者都不能在一种内心中找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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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梅谦立：《从邂逅到相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５２页。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在汉语中被译为 “本体论”或 “存在论”，严格来讲，在汉语世界并不存在西
方哲学意义上的 “存在论”，而 “本体”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有其自身的意义。此处的
“本体论承诺”，乃是借用 “本体论”一词，在中西各自的语境中 “合而用之”。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６页。



他总是在外面。”① “外在性”的意识抵御了 “普遍性”概念对 “自我”的吞噬，“自
我”并不是 “普遍性”的某种 “特殊”体现，而是面对一种 “他者”，由此而努力保
持 “他者”之于 “自我”的 “他异性”。只有这样，西方哲学的 “同一性”才不至于
泯灭其他哲学传统的 “特性”，而将其降为一种 “朴素”“自发”的思想阶段。

“西方哲学”在其诞生之初就以追求 “普遍性”为己任，明确提出 “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范畴，并以这种方式对于已知世界进行全面整理，以致西方世界在不同
时代都会按不同理据以 “普遍性”自居，甚至胡塞尔也认为，欧洲历史正是这种理
性 “普遍性”的展开。②但敏锐的哲学家恰能对这种 “普遍性”保持一种 “陌生感”，

张东荪对此早就所悟，他说：“康氏 （康德）知识论在他本人以为是讨论人类思想中
所普遍含有的范畴，而在我则以为依然只是西方文化中所普遍含有的思想格式而
已。”③这种见识即便在今天依然难能可贵，必须打破这种 “普遍性”的迷思，将其
重置为 “他者”。

“迂回”作为一种方法论立场，最大特点就是避免以 “普遍性”标准来 “认识”

自身；拒绝在 “比较”对象之上秘密预设某种 “普遍性”。“迂回”有三个重要环节：

离开自己、深入他者、反观自身。借助 “外在性”离开自己；借助 “学习”深入他
者，形成新视角；借助 “他者”，重新 “反观”自身。“汉语哲学”正是在这种 “反
观”中诞生的。

“迂回”他者的 “反观”并不走向一种封闭。“迂回”看上去是经由 “他者”返
回 “自我”，但这种 “迂回”并不是要建构一种本质主义哲学观，似乎每种文化都有
其不变的本质。“迂回”他者是要阻止 “同一化”的普遍主义，警惕 “普遍性”下的
“同一与差异”，防止以 “普遍性”名义遮蔽各文明对于 “自身”的理解。哲学追求
“普遍性”的内在诉求让我们常常 “遗忘”了自身。

“普遍性”“比较哲学”与 “迂回他者”的眼光都在借助 “西方哲学”，似乎都是
某种意义上的 “比较”，但这只是一种表象之见；只有把 “西方哲学”置于真正的
“他者”地位，才不至于泯灭自身，而能重新 “回到”自身，实现对自身的整体性
“反观”。强调 “西方”之 “他异性”正是推进 “汉语哲学”的必要条件。“差异性”

的呈现并不像 “比较哲学”所要求的那样 “求同”或者 “求异”，而是走向一种 “后
比较哲学”，目的不在于 “比较”，不在于固守 “差异”，而在于厘清 “本源性差异”

之后的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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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２８７页。
参见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第１７页。
张东荪：《思想语言与文化》，《知识与文化》，第２００页。



“迂回”的策略同样凸显出我们时刻处于 “双重视野”① 之中。“双重视野”意味
着对来自 “他者”的思想有清晰意识，对源自 “自身”的传统有充分体认，从而面对
“双重视野”重新出发。这为 “汉语哲学”未来的创造性发展开辟了更大可能性。未

来的融合性创造端有赖于 “自我”的重新确立以及对于 “他者”的学习。首先得发现

本源，再融合创新，于是西方哲学在 “汉语世界”中会获得它应有的真正地位。这也

是笔者与列维纳斯 “他者观”的不同之处。由于列维纳斯的犹太教背景，他强调 “他

者”之绝对不可理解性与神圣性； “汉语哲学”认为， “他者”同样包容在人类 “整

体”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绝对不可理解的 “他者”，中西各是人类 “整体”

的 “部分”；同时只有理解 “他者”，才能 “迂回”他者，“澄清”自我；“迂回”不是

一种隔绝，“他者”并不限制相互影响。这一格局内在地决定了 “汉语世界”中任何一
种真正具有思想活力的哲学形态都必然处于一种 “对话”的视域。要厘清现代 “汉语世

界”中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哲学问题，必定是在这种 “对话”进程中推进的。

三、Ｂｅｉｎｇ问题作为考察 “汉语哲学”的起点

“迂回”他者的关键在于唤醒一种 “外在性”，那么这种 “外在性”的意识如何

被激活？如何从 “外在性”来理解建构 “汉语哲学”的必要性？不妨从 “西方哲学”

之进入 “汉语世界”这一 “哲学事件”入手，以此作为考察 “汉语哲学”与西方哲

学分殊的起点。

最先暴露西方哲学之 “西方性”的是ｂｅｉｎｇ问题。ｂｅｉｎｇ问题是 “西方哲学”的

本源性思想，构成了 “西方哲学”的框架性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整体

上来理解 “西方哲学”，而不是囿于 “英美哲学”或 “欧陆哲学”的说法，这也是列

维纳斯敢于说 “从巴门尼德到海德格尔”的原因所在。ｂｅｉｎｇ问题一直牵引着西方哲

学的内在逻辑，形成了它的内在规范性，并衍生出一整套哲学范畴，它从三个层面

源初性地规范了 “西方哲学”的发展。

首先是 “存在论”问题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或者翻译为 “本体论问题”）。在

前苏格拉底哲学关于世界 “始基”的讨论中，巴门尼德独辟蹊径地提出 “存在”

（ｂｅｉｎｇ）问题，由此确立了西方的 “存在论”传统。在他的论述中，“存在”具有 “不

变”与 “永恒”、“一元”与 “非时间性”的鲜明特征；同时他区分了 “存在”与 “非
存在”，以及 “真理之路”与 “意见之路”。柏拉图哲学延续了 “理念世界”与 “可感

世界”的二元结构，成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导性架构；亚里士多德哲学似乎与柏拉图

哲学有巨大差别，但其基本出发点仍是要去解决老师的问题：解释不变的理念与可变

的感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提出基于不变的 “本质”或形式去理解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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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向晨：《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的实体学说。在 “西方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实体、主体、共相、殊相、真理、意
见等一系列 “普遍性”概念都是从汉语所没有的ｂｅｉｎｇ中衍生出来的。这种思维方式
对于 “汉语世界”来说，正是哲学上的 “他者”。以之 “反观”汉语世界，作为群经
之首的 《周易》立足的是一个 “大化流行”的世界，对于 “不变”的理念和实体观念
都相当陌生。安乐哲 （Ｒｏｇｅｒ　Ｔ．Ａｍｅｓ）发现 “在中国早期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永
恒本质与变化现象的讨论。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认为，本质与现象是完全一致；

本质就是所有的一切———自然、社会和个人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①在 “汉语世界”

中没有强烈的 “本质”与 “现象”的区别，更多关注 “现象”与 “现象”之间的关
联。很多 “西方哲学”的 “普遍命题”在 “汉语世界”中完全付之阙如。

其次是从 “存在”问题延伸到 “神”的问题。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第１２卷
从研究实体的 “变化”一直到一种 “永恒”存在，在逻辑上推出一种能引起其他被
动者运动而不被推动的 “永恒存在”，“所有事物的第一个，它推动所有事物”，也就
是 “神”的问题。②西方哲学中 “神”的问题始终与 “存在”问题结合在一起。在中
世纪，存在问题与上帝问题甚至成为一个问题，以致发展出安瑟伦关于上帝的本体
论证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在笛卡尔时代，依然会运用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
明”这一思路来阐释他第一哲学沉思。③在 “汉语世界”中，用于翻译 “ｇｏｄ”的是
“神”，“神”同样是 “引出万物者也”，④但这个 “神”字并不表示自身的 “永恒不
动”，而恰恰是表示极端的 “变动”。“神”字源自 “申”，本义为闪电，⑤从天象阴阳
激耀之形得出，表达变幻莫测，“阴阳不测谓之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
乎”（《周易·系辞上》），知道 “变化”的人才能理解 “神”之所为；这里 “神”的
概念与西方哲学从 “存在”引申出的 “神”大相径庭。

最后，在印欧语系中 “ｂｅｉｎｇ”作为ｂｅｉｎｇ，并不单纯指称 “存在”，ｂｅｉｎｇ同时
还是系词 “是”。这决定了为什么巴门尼德提出了非常令人迷惑不解、似乎是同义反
复的命题：“存在者是存在的，是不可能不存在的”，⑥经过仔细辨析，汪子嵩把它改
成 “（它）是，（它）不可能不是。”⑦一个 “是”字就把思想引向了某种语言上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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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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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余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２４页。这不仅是安乐哲一个人的看法，葛兰言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葛瑞汉
（Ａｎｇｕｓ　Ｃ．Ｇｒａｈａｍ）、陈汉生、郝大维 （Ｄａｖｉｄ　Ｌ．Ｈａｌｌ）等都有类似看法。
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４页。
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７０页。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９页。
参见李学勤主编：《字源》下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８６页。
《古希腊罗马哲学》，转引自汪子嵩等： 《希腊哲学史》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第５９３页。
汪子嵩、王太庆： 《关于 “存在”和 “是”》，宋继杰主编： 《Ｂｅｉｎｇ与西方哲学传统》
上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２页。



析。一切知识无非是在概念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在西方语言中是靠系词 “是”来
完成的。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判断系统就是依据 “是”这个系词的不同联结而分化展
开的，由此，在西方哲学发展出完备的逻辑体系。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存在论与逻辑
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因为这种关联，在西方哲学中，“ｂｅｉｎｇ”之 “存在”与 “系
词”也常混淆。在 “汉语世界”中，对于 “存在”“有”与 “是”有着清晰而明确的
区分，完全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 “本体论证明”这样的问题。但在古汉语中系词
“是”（ｉｓ）的弱化，甚至在判断句中完全省略，由此也造成了基于 “是”的逻辑体
系的完备性在 “汉语世界”中相当薄弱。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 “ｂｅｉｎｇ”是一个 “本源性概念”，基于 “ｂｅｉｎｇ”发展出
“存在—神—逻辑”的内在关联，以致黑格尔将其 “存在论”研究称之为 “逻辑学”，

又说这也是对 “上帝”的解说。①海德格尔看到这正是制约西方哲学传统的本源性机
制，称之为 “ｏｎｔｏ－ｔｈｅｏ－ｌｏｇｙ”（存在—神—逻辑）机制。②事实上，早在海德格尔做
出这番概括２０年前，张东荪即以其哲学的敏锐，指出西方 “哲学上的本体论，宗教
上的上帝观以及名学上的同一律在根本上是一起的。”③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
洞见，那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家普遍没有意识到西方哲学的这个 “本源性机制”。以之
为基础的 “西方哲学”固然在理性层面上能够赢得 “汉语世界”的理解，但这也正
是西方哲学的 “他异性”所在，导致 “ｂｅｉｎｇ”问题之进入 “汉语世界”重重困难。

西方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却让 “汉语世界”表现出极大 “尴尬”，学界单就怎么
翻译ｂｅｉｎｇ已经发表了很多论述。究竟应该翻译成 “存在”还是 “是”，这种歧义与
争论看似 “翻译”问题，究其实质是 “西方世界”与 “汉语世界”在语言层面上的
“碰撞”，是 “汉语世界”对于这种 “外在性”的 “排异”。这种 “尴尬”恰恰凸显了
“汉语”自身的特点，突出了与西方哲学在 “语言—思想”上的 “本源性差异”。

作为翻译家的王太庆对这个问题曾困惑很久，有系统性反思。他认为以往把

ｂｅｉｎｇ都翻译成 “存在”是有问题的，在很多地方应该翻译成 “是”，同时他认为我
们应该改变 “是”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让其同时具有系词和 “起作用”的意涵，

以便与西方的ｂｅｉｎｇ对应。究竟是应该为对应西方哲学传统而改变自身的汉语习惯，

创造出同时蕴含 “起作用”与 “系词”双重意涵的汉字，还是应该保守汉语本位，

给 “在”“是”和 “有”更加清晰的辨别，明确 “汉语哲学”与印欧语系哲学在语言
基础上的 “本源性差异”？这绝不是一个 “翻译”问题，而是两个世界的 “碰撞”。

汉语在翻译ｂｅｉｎｇ时遭遇的尴尬，也不仅仅是汉语的 “是”是否可以同时具有 “存
在”与 “系词”的含义问题。从根本上讲，内置于西方哲学深处的 “存在—神—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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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主编：《海德格尔选集》
下卷，第８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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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ｂｅｉｎｇ机制在 “汉语世界”中是完全没有对应结构的。很多西方哲学的 “问
题意识”必须回到这个脉络中才能理解。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个 “西方哲学”传统

给予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其所探索的很多新的、超越于此的哲学路向可以与 “汉

语哲学”多有呼应，相互借鉴。

四、“汉语”作为哲学本源性思想的资源

哲学扎根于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对于问题的解答则需要借助于丰富的本源性思

想资源。如何回溯到基本的生存论经验？语言是一条基本的提示路径。语言从来不

只是表达思想的中立工具，现代哲学从不同层面告诉我们，语言就是我们生活的世

界，是世界的界限。“汉语世界”正是通过 “汉语”保存下来的 “生活世界”，“汉语

哲学”则要把保存在这种语言之中的 “生活世界”的框架性结构释放出来，把 “本

源性事情”重新发现出来。语言为世间的各种 “事情”争取到它们的 “存在”，在
“汉语世界”中有着大量 “汉语”所给予的 “事情”与 “经验”，当人们强调 “回到

事情本身”时，不要遗忘 “语言”所给予的 “事情本身”。

重新审视 “汉语”不是一项语言学工作，而是要回到 “汉语”源初地生成的生

存境域。西方哲学在 “巴门尼德—柏拉图框架”下发展出西方理解世界的主流方式，

以致列维纳斯回首这个传统时，强调和呼吁要走出 “巴门尼德—海德格尔”的传统。

这种 “迂回”方式对于确立 “汉语哲学”至关重要，同样需要 “他者”的眼光来帮

助确立一种 “框架性理念”。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 “比较”，而是有着本源性、方向

性、框架性的特点，这构成了 “汉语哲学”问题意识的脉络所在。

在巴门尼德—柏拉图体系中，首要探寻的是在 “感觉世界”之外永恒不变的
“理念世界”。为 “汉语世界”奠定本体论框架的是 《周易》，强调的是 “大道流变”。

在对世界的基本判断中，“存在”还是 “变易”，构成了中西 “本源性差异”。在 “汉
语世界”中，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是 “生生之为易”，“生生”才是根本，“变易”才是

第一范畴。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框架下来解释 “变化”，为此提出 “四因说”。与 “四因说”

相应，在 “汉语世界”中推动 “变化”的是 “阴阳”，这是西方世界完全陌生的学

说。面对柏拉图不变的 “理念”世界与变化的 “感性”世界的分离，亚里士多德哲

学通过 “实体”学说以 “四因”来解读 “变化”的可能，“形式因”对应的正是柏拉

图不变的 “理念”，以不变的 “形式”驱动 “质料”，在现实中实现 “变化”。“汉语

世界”则完全在另外的语境下来思考 “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由 “阴阳”来解

释 “生生”，乾之为 “大生”，坤之为 “广生”（《周易·系辞上》），乾坤是周易之

门户，是天道的运作；“阴阳”学说构建了汉语世界理解 “变易”的基调，这里的
“变化”并不需要以不变的 “实体”作为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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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中，基于 “存在”的另一进路是原子论 （ａｔｏｍｉｓｍ），将 “存在”原

子化理解来解释具体事物的不同结构，每一个 “原子”都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 “存

在”，原子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万物。在 “阴阳”学说下，“汉语世界”则发展

出 “气论”，这是汉语思想传统的又一种框架性理论，从周易到老庄，从王充到张

载，从王廷相到王夫之，都以 “气”作为理解具体事物的方式，无论是 “物”的形

成与消散，还是 “人”的秉性，乃至书画、中医理论，都按照 “气”的原型加以阐

释，由此在 “汉语世界”中发展出蔚为大观的 “气论”哲学。①

基于理念—感性的二元结构，西方哲学传统发展出强烈的认知主义。亚里士多

德区分了 “理论智慧”与 “实践智慧”。“理论智慧”包括形而上学、数学与自然科

学，研究的是最高级对象，是必然与永恒的东西，以 “真理”为指向；“实践智慧”

更多考虑 “同人的事务相关”的问题，产生出一种使我们满足的状态。②汉语思想传

统强调在变迁的整体中找到自己合适状态，因此也更重视实践与行动。汉语思想传

统没有 “本质”与 “现象”两分的 “二元世界”，因而也没有很强的认识论传统，甚

至没有明确的 “真理”概念，重视的是在 “天地人”三才的整体世界中找到 “中和”

状态，“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与西方的知识论传统迥异。

“中庸”思想尽管在批判 “过”与 “不及”的层面上与西方哲学的 “实践智慧”

有相像之处，但西方哲学的传统更强调 “理论智慧”对于 “现象”背后不变 “真理”

的把握，而且 “真理”远离现象世界。这是一种 “本质”与 “现象”，中间有着强烈

的 “断裂”感。“中庸”更重视 “世界”的 “一体”以及其中的 “道理”，③ 确立的

是 “道不远人”的原则 （《中庸》）。这是 “汉语世界”对于 “道”在世界之中的理

解，“道”就在身边，砍柴担水，无非妙道；由近及远，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中庸》）。汉语思想传统中基于此发展出来的境界论哲

学、④ 工夫论哲学，⑤ 在柏拉图式的哲学传统中完全没有存在的余地。

在这样预设的一个 “生生”世界中，人类如何安放自己？这是哲学的普遍关切。

在 “汉语世界”的 “生生不息”中，人不是宇宙间的孤立 “个体”，最为朴实的立场

是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开宗明义章》）。这是 “汉语世界”最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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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论事实。在汉语中 “身”字本身即是表达受孕的 “身体”，① 人的生存论起点
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孤立的 “个体”，而是在生命连续性中获得意义。

与之相关，由生命连续性而生出 “亲亲”之情。“亲亲”不同于强调男女之爱的

Ｅｒｏｓ，强调友谊的Ｐｈｉｌｉａ，也不同于强调神圣之爱的 Ａｇａｐｅ。追求 “同一”的 “情
爱”（Ｅｒｏｓ）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Ｅｒｏｓ是一种结合力量；Ｐｈｉｌｉａ在西
方哲学传统中也有深刻论述，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功利的友谊、快乐的友谊与善的友
谊；Ａｇａｐｅ在基督教传统中得到长足发展，神爱众人的 “圣爱”，是西方文化中悠久
的思想传统。唯独希腊语中另一个表达爱的概念Ｓｔｏｒｇｅ，家庭之爱，在 “西方哲学”

中并没有形成深厚传统。人类有其 “整体性”，在不同的文明中却有侧重不同的发
展。在汉语的 “本源性思想”中，扮演着支柱性角色的正是 “父母”与 “子女”世
代之间的 “亲亲”之爱，发展出完全不同于希腊与基督教的另一种 “爱”的原型，

正是这种 “爱”体现了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关系，与 “生生”的本源性结构
遥相呼应，同时在 “汉语世界”中构建起了最为重要的德性科目 “孝悌”。

人之为人最为重要的是在 “生生不息”中勾连起 “世代之间”的关系，由此而
获得生命的 “意义”。在 “汉语世界”中，最重要的德性既不是古希腊哲学中的 “四
枢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也不是基督教中的 “三圣德”：“信”“望”
“爱”；而是 “孝”，“孝，德之始也”。“孝”并不简单地表示敬爱父母，敬爱父母在
任何文化传统中都存在。基于 “生生”的框架性结构，“孝”在 “汉语世界”中有着
本源性地位，在没有位格神的文明中，“孝”承担了建构宇宙秩序，赋予生命意义的
重要使命。“孝”奠基于自然之情的 “亲亲”，更多的是一种文明教化。“孝”字正反
映了 “老”与 “子”两个世代的联接。如果说，古希腊传统通过 “四枢德”建构
“城邦”，人成为 “城邦的动物”；基督教传统通过 “因信称义”建立人与上帝的救赎
关系；那么在 “汉语世界”中则通过 “孝”建立起 “世代”关系，人是 “因孝称
义”。“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孝”解决了
人在世间安身立命的问题，在茫茫宇宙中建立起根本性人生秩序。

作为人类，“人生在世”有着普遍的疑惑，有着相似的诉求，都会对世界做出基
本预设。中西方的 “生活世界”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自的 “本体论承诺”，“汉语
世界”对诸多生存论的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根本性理解，形成了中西方的 “本
源性差异”。“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远远不止这些，诸子百家都作出过深刻的贡
献；之所以列出这一系列看法，旨在显示出看似不同层面的哲学问题就其实质而言
都有内在关联。当然，中西方哲学在现当代也都各自超越了自己的 “框架性理念”，

但这一框架依然是 “汉语哲学”思考的重要参照，并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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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汉语”的语言观及其哲学规范性

一种文明的思维方式与其语言特质息息相关，正是语言提供了思想展示的基本

轮廓。“汉语世界”是一种在印欧语系之外也保留了精确哲学反思之重要证据的文

明，①在狭义的语言观层面上，不同的 “本体论承诺”深深地影响了各自的哲学传

统。现代汉语一方面有深厚的古汉语根基；另一方面也深受西方语言影响，现代
“汉语哲学”的规范性展开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首先需要一种 “迂回”的立

场，把被现代汉语所遮掩的汉语本源性特质重新辨明。“汉语世界”对于语言—世界

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深刻地影响着汉语思想传统。洪堡特研究了印欧语系与汉语的重

大区别之后，指出汉语中缺乏很多印欧语系中的语法现象，而 “语言的差异不只是

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② 那么语言究竟如何构成 “界限”

呢？这正是 “汉语哲学”需要深思的，并形成自身的规范性。

在西方语言中， “存在”与作为系词的 “是”同是ｂｅｉｎｇ，借助于这个 “是”，

“存在”（ｂｅｉｎｇ）从一开始就与 “思想”联系在一起，存在着的东西或者说 “是”所

表达的东西也就是思想内容。这一秘密的语言结构主宰着西方哲学。巴门尼德之所

以得出 “被思想的与所是的是同一的”，恰在于 “思想”与判断的系词 “是”密切相

关，“是”之后 “谓词”的逻辑分类与柏拉图的 “概念体系”有内在关系。根据柏拉

图的理念论，真实存在的东西是共相，对它的认识便是概念。共相与被感知的殊相

是相分离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要消弭这种分离，使理性认识能解释被感知的事物，

于是便产生了逻辑学任务，认识共相与殊相之间的关系。这形成了他的逻辑学思想，

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语言论。这种语言论有强烈的实体论取向，语言被预设为与世界

一一对应，这也就是语言图像论的存在论基础。

在 “汉语世界”中，基于对宇宙 “大化流行”的体认，产生一种与之呼应的语言

论。在哲学意义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言意之辨”上。在这种构架中，

“语言”对应的不是 “永恒不变”的 “理念”，而是要在 “变易”世界中捕捉事物的意

义。因此，“汉语世界”对于 “言”的刻画，总包含着某种不确定性。这与西方哲学

传统，由理念而概念，执着于事物之 “名相”非常不同。《周易》给出了关于 “言意”

问题的总线索：“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虞翻解释说：

“谓书易之动，九六之变，不足以尽易之所言，言之则不足以尽包牺之意也。”③在
“易”的总框架下，“言”是无法 “尽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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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９页。
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３２页。
孙堂辑校：《虞翻周易注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９９页。



基于事物的各种变迁， “言”无法与 “世界”直接对应，而是起到一种提示作

用；它所对应的是概略性的、变动不居的 “象”，圣人 “设卦观象”，这里的 “象”

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理念与形式完全不同。按韩非子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

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韩非子·解

老》）“象”并不是一种直接 “对象”，而是一种由间接感知与联想带出的 “现象”。

这个 “象”既不是一种具体形象，也不是一种概念抽象，而是独有的一种 “概略表

象”，象征着事物的变化，①在 “言—意”之间形成了一种 “中介”。

基于 “言—象—意”的关系，王弼给出了一种生动的理解：“意以象尽，象以言

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② “言”并不直

接表达 “世界”，而是对应着 “象”，立 “象”以尽其 “意”。“言”在这里没有终极

意义，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变迁的世界，就像抓兔子的 “蹄”，得兔而忘蹄；或捕鱼的
“筌”，得鱼而忘筌。在 “言—象—意”三个层面中， “言”借助 “象”才捕捉到
“意”，于是得 “意”忘 “象”，得 “意”忘 “言”。在 “汉语世界”看来，“语言”对

于世界进行命名时，会破坏掉世界的完整性，语言难以描述充满变化的真实状况。

因此，汉语始终对 “语言”保持某种警觉，以至于汉学家陈汉生 （Ｃｈａｄ　Ｈａｎｓｅｎ）

有过这样的评论：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未将语言视为描述客观世界的媒介。③虽然

可能言过其实，但汉语与世界对象之间确实不存在完全的对应性。

不仅在 “言意”问题上与西方哲学不同，在文法上 “汉语”也有自己特征。在

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上的 “实体”与逻辑学中命题的 “主词”是同构的，逻辑学

的展开也塑造了 “西方哲学”的内在规定性；但 “汉语世界”不甚重视 “实体”概

念，而非常重视变化的 “状态”。相应地，在古汉语中对于 “主词”也不那么重视，

由此而造成主谓不甚分明。④ 从汉语语法来看，汉语 “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孤立语性

质，即没有道地的词形屈折，没有从一个共同词根构成几个新词的词语派生，没有

用不同形态来表示不同词类的语法差别”。⑤这些特征影响了汉语传统的思想方式，

有很强的灵动性，很大的解释空间，却比较缺乏西方语言中的逻辑性。

基于这样的语言传统，“汉语哲学”需要进行一种现代 “转化”工作，把 “汉语

世界”中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对汉语传统表达方式有充分自觉的基础上，以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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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页。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周易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４１４—

４１５页。
参见陈汉生：《中国思想的道家之论》，周景松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第７１—１０２页。
参见张东荪：《思想语言与文化》，《知识与文化》，第１８４页。
高本汉：《汉语的本质与历史》，聂鸿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８５页。



语的方式表达出来，有能力把 “汉语世界”背后的 “道理”以现代方式说清楚。现

代汉语，除了有古汉语的语言基础外，在语法及用词上都已深受西方世界影响，“汉

语世界”的第一部语法著作 《马氏文通》就受到拉丁语法的影响，①现代汉语从严密

的句法、新式的语法现象到许多新增的日常词汇都有西方语言的印记。“汉语哲学”

的规范性对此要有深切的自觉。

哲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三个根本面向：一是以理性方式展开普遍问题。哲学之于

人类有其共同性，哲学面对人类处境必然会提出一些普遍的问题。二是抵达问题的路

径与各种语言世界有着本质性关联。“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构建了一个 “精神”

世界，其丰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将回应各种哲学问题的挑战。三是哲学的规范性也是

一个基于语言的建构过程，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与语言传统密切相关的理论实

践。早期德语曾被认为粗俗不堪，莱布尼茨等人都用拉丁语来进行哲学书写；也就一

代人功夫，到了１９世纪德语俨然成为最严谨的哲学语言，这与沃尔夫、康德等人建

构德语哲学严格的规范性密切相关。哲学思想的成熟催生了哲学的规范性。“汉语哲

学”日趋成熟也在逼迫 “汉语世界”寻找更加适合自身表达的规范性。②

“汉语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 “哲学语法”的问题。

一方面现代汉语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影响，在语言结构上发生微妙变化，很多动词性

概念都名词化，语言结构也变得更为复杂。哲学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言说活动，严谨

性是其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双重视野”下如何建构现代 “汉语哲学”的规范

性，使传统思想资源得以在哲学层面上表达得更为严谨。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汉

语的深厚传统也让我们有某种高于逻辑化的语言立场。在 “汉语”根基处，对语

言—世界的关系有自己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将更自觉地让哲学语法

从单纯的论证、推理等逻辑要求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层面是 “哲学概念”的问题。现代汉语的哲学概念，鲜明地折射出 “双

重视野”，既有来自汉语自身传统的意味，又带有来自西方世界的涵义。比如，这里

常提起的 “本体论”，“本体”完全是一个来自汉语自身传统的概念，从 《周易》开

始就有 “本体”一词，到宋明理学更成为常见的汉语 “概念”。现代汉语的 “本体

论”加入了来自古希腊传统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意涵。在现代汉语中， “本体论”的意义更

为丰沛但也更易混淆；因此任何一种使用都需要清楚的辨析。不仅如此，如 “理论”

“现象”“功利”“实用”“形而上学”等诸多哲学概念都可以发现其 “双重意涵”，这

种 “双重性”已经深深地 “镌刻”在现代汉语身上。这些面向的思考都将成为 “汉

语哲学”规范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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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方哲学在 “汉语世界”中的合法性问题

考察 “汉语哲学”的路径始于 “西方哲学”之进入汉语世界，经过分析，我们

揭示出 “西方哲学”普遍性背后的 “他异性”。在这一视域下，“西方哲学”在 “汉

语世界”同样面临着 “合法性”的挑战。“西方哲学”之进入 “汉语世界”可以从三

个层面进行考察：“进入”“研究”与 “出路”。

第一个层面是 “进入”问题。西方哲学进入 “汉语世界”首先表现为一种 “介

绍”。主要工作形态是将西方哲学的人物、学派、思想进行译介，名之曰 “述评”。

由此，西方的古今哲学得以大量引入中国。“介绍”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 “研究”，

它始终处于 “外在”状态，是 “关于”某种哲学的论述，而非哲学 “本身”的进展

与研究。这种 “介绍”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西方哲学。无论如何，这类工作对于

丰富 “汉语世界”的思想与眼界都有莫大帮助。任何 “介绍”都是对 “西方哲学”

的一种 “诠释”，“诠释”本身是一种 “视界融合”的过程，通过这样的 “诠释”才

能把一批新概念、新思想引入 “汉语世界”。

较之 “介绍”，经典的 “翻译”是一种更为深入的 “进入”。哲学是一种最为彻底

地进行反思的学问，就其深层次来说，很多时候都在与生活世界的常识、语言、思维

进行较量。从西方哲学内部来看，这样的哲学任务已经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比如
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哲学。翻译成英语的德语、法语的哲学

著作总被抱怨遭到很多误解，这种 “误解”凸显了某些主题在各自语言系统中的独特

性，因此 “翻译”也始终是一项哲学主题。当这些在自身传统中进行艰难搏斗的 “语

言”再次被翻译成汉语时，其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也就理所当然。“翻译”上的种种

问题，正反映了两种语言板块之间的 “碰撞”，反映了西方哲学作为 “他者”之进入

汉语世界的 “他异性” “外在性”以及 “汉语”所做出的 “排异”状态。因此， “翻

译”不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传递，而是一个 “接受”他者、“消融”他者的过程。

第二个层面，从 “介绍”“翻译”到深入哲学问题的 “研究”是一个必然过程，

但这里存在着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西方哲学研究在 “汉语世界”中 “内循环”。其研究内容与问题意

识基本上都来自西方的学术语境，甚至 “模仿国外的写作风格、文风语言”，① 不这

样做似乎不足以显示 “西方哲学”研究的专业性，但文章却是用汉语书写，发表在

中文刊物上。用 “汉语”来进行这样的 “研究”，与国外学者缺乏真正交流，并不同

在一个学术共同体，“语言”隔开了中西方学者。一种 “西方哲学”的研究完全外在

于 “西方”学术界，这就形成了西方哲学研究在 “汉语世界”中的某种悖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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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你研究的国外学者并不知道你的工作，而你 “研究”的内容在 “汉语世界”却
又难以被理解。

第二种情况则是一种 “学术外循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进入西方的学
术与语言环境，直接用外语发表研究成果，这也算是某种国际通例。这让 “西方哲

学”的研究重新加入西方学术的循环系统。这固然解决了中西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问题，却也衍生出其他新的问题。以西方语言加入西方学者的学术游戏，这种研究

工作从写作语言到问题意识似乎都与 “汉语世界”相隔膜，与国内同行没有交集，

基本上与 “汉语学术”少有关系，这样的研究于 “汉语世界”意义何在？

由此，我们看到在汉语世界中对 “西方哲学”进行 “研究”的某种 “悖论”，

“西方哲学”研究看似红火，其实在中西两种语言环境中都存在严重不足。其现实形
态容易形成两个封闭循环：或是在 “汉语世界”中进行，对于 “西方哲学”本身没

有实质触动，在汉语中完成 “内循环”，陈康的 “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

恨”① 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或是在西方语言世界中进行，对 “汉语世界”的哲学

没有任何实质提升，加入的是学术的 “外循环”。这就涉及 “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

的 “合法性问题”，也从根本上触及为什么要研究 “西方哲学”的问题。

第三个层面，涉及 “出路”何在？要解答 “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的合法性问

题，出路恰恰在于 “汉语哲学”。
“翻译”与 “介绍”，从 “西方哲学”角度看，还不算是一项 “研究”工作，这

也是西方哲学研究者在工作中经常感到困惑的地方，在很多研究机构，“翻译”甚至

都不算研究成果；从 “汉语哲学”角度看，一种深层意义上的 “翻译”与 “介绍”

就已经是不同语言板块之间的 “哲学工作”了。这项工作始终是在 “双重语境”中

展开的：由于要在 “异质”语境中工作，“汉语世界”的学者应该比西方学者在某些
方面有更大的敏锐性。应该说西方哲学的 “译介”始终是一项 “一体两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聚焦于如何超越自身去理解 “他者”；同一个过程的另一方面却在于如何面
对 “汉语世界”。陈嘉映、王庆节、张祥龙等关于Ｄａｓｅｉｎ翻译的讨论，就远远超越

了一般人所理解的单纯 “翻译”范畴，不同 “译名”的选择正反映出 “视域融合”

的不同理路：这种 “翻译”上的斟酌与搏斗，一方面增加了 “汉语世界”学者对于
“西方哲学”概念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则大大拓展了 “汉语”自身表达的复杂性与

丰富性。“翻译”作为 “他者”的进入，正是 “西方哲学”的概念、思想在 “汉语世
界”中得以 “安放”的过程，在 “汉语世界”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也是 “汉语世

界”不断接纳外来概念，扩展自身视界的过程；由此开辟了 “汉语世界”新的思维

空间。借助这些外来概念与思想，“西方哲学”之进入 “汉语世界”已不止是简单的
“翻译”，重要的是新的问题意识与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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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汉语的 “西方哲学”研究，在努力理解与解析 “西方哲学”的同时，始终
应该有一种强烈的 “汉语意识”。目前 “西方哲学”研究多重视第一个环节，即如何

超越 “汉语世界”的限制去深入理解西方哲学；在理解之后，工作重心也许更应该

转向第二个环节：“西方哲学”如何能 “转入”汉语语境进行工作。这除了要对西方

哲学有精深研究，还需要对 “汉语世界”本身的问题意识以及汉语表达有更高的自

觉：要 “研究”这样一种西方哲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与 “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相
“接续”；在什么意义上并不能涵盖 “汉语经验”。遗憾的是，少有人意识到基于汉语

的 “西方哲学”研究更应该承担对于汉语及 “汉语世界”自我认知的理论责任。笔

者相信当我们能够 “正视”而不是 “扭曲”自身传统时，用汉语进行的 “西方哲学”

研究将呈现出新形态，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会将两种文化的根本价值与传统置于
“面对面”的境地。这样的 “汉语哲学”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创造力。

尽管有种种挑战甚至是 “合法性”质疑，西方哲学的 “翻译” “介绍”与 “研

究”在 “汉语世界”始终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这样的工作与单纯在西方进行西方

哲学研究有很大不同，本质上是在文明 “间”进行接触的哲学活动，“西方哲学”之

进入 “汉语世界”有四重意义：一则以 “他者”身份出现在 “汉语世界”，迫使你离

开自己去认识它、理解它；二则帮助我们形成一种 “反观”自身的视角，作为一种

迂回的 “外在性”，对于 “汉语哲学”的自觉有积极意义；三则可以以 “汉语世界”

的本源性思想为视角来审视与评判西方哲学的变化及发展；四则在汉语语境下的西

方哲学研究的推进本身是一项 “视界融合”，由此正慢慢渗透、整合进 “汉语哲学”

之中，不断拓展 “汉语哲学”的主题与视界，成为 “汉语哲学”发展的一种助推力。

高度自觉于汉语的 “西方哲学”研究，本质上正是一项 “汉语哲学”的工作，这也

是 “汉语哲学”开放性的表达。

七、“汉语哲学”的世界境遇

尽管本文着眼于 “汉语哲学”的界定，事实上，这种论述一定预设了一种基本

的哲学观，也预设了对 “西方哲学”以及对 “全球哲学”的理解。“汉语哲学”作为

一种哲学活动，首先是指运用 “汉语”，基于本源性思想进行的哲学事业，但这并不

意味着 “汉语哲学”仅局限于 “汉语世界”之中，它内在地有一个与 “西方哲学”，

与 “全球哲学”的关系。“汉语哲学”同样会作为 “他者”进入 “西方世界”，作为人

类反思思想的一部分而出现在 “全球哲学”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它提出普遍的问题。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 “全球哲学”，当我们摒弃了 “普遍—特殊”这样隐

藏在背后的理解框架后，基于１９世纪形成的统一的 “世界历史”与 “世界哲学”也

将被摒弃，哲学将迎来一种活泼泼的多元化形态。对此，笔者更愿意称之为 “全球

哲学”，“全球哲学”将以 “整体—部分”框架取代了 “普遍—特殊”框架，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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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作为 “整体”的全球哲学可以是某种虚拟概念，而 “汉语哲学”与 “西方

哲学”都是 “全球哲学”的一个部分。“汉语哲学”与 “西方哲学”既互为 “他者”，

也互为 “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构建一个 “和而不同”的哲学形态。

哲学终究是一项人类的事业，每一种哲学有其 “普遍”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

既有 “西方哲学”进入 “汉语世界”遇到的种种问题，也有 “汉语哲学”进入其他

语言世界所遇到的各色挑战。“汉语哲学”的世界境遇正是发生在不同语言板块之间
“碰撞”的反映。在这种 “碰撞”中，“汉语世界”的特质再次通过西方语言的表达

而得以凸显，这是另一种形式的 “迂回”：“迂回”到其他语言中来表达 “汉语哲学”

的核心概念与思想。

在轴心时代，构成一个文明的 “经典”蕴藏了许多 “原初概念”，构建了人们理

解世界的 “框架性理念”，如 “生生”“阴阳”“中庸”“言—象—意”“亲亲”“孝悌”

“几”“微”“势”等，所有这些 “原初概念”都不太容易翻译成外语。正是这种 “不

可翻译性”彰显了 “汉语哲学”世界境遇的艰难性。一个直接例证甚至就是 “汉语

哲学”本身的翻译，“汉语哲学”这个概念如何用英语表达？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可

以用来翻译 “中国哲学”，也可以翻译为 “汉语哲学”。在汉语中明确的不同意思，

在英语中却变成了同一个概念，英语理解中的这种 “歧义”正反映了 “汉语”本身

的独特性，同时也表明 “汉语哲学”之外语表达的重要性。这里的Ｃｈｉｎｅｓｅ是聚焦

在 “国家”或 “民族”的意义上，还是放在 “语言—世界”的焦点上，对于理解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有很大的不同。也许可以用 “ｄｏ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来说

明，突出其哲学活动所运用的是 “汉语”以及汉语本源性思想资源。在这种活动中，

一方面是面对人类根本处境的 “做哲学”（ｄｏ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另一方面则强调所运

用的是 “汉语”（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在这种语言世界的 “碰撞”中，也引出有关 “汉语哲学”世界境遇的三个层面

问题，主要是与 “西方哲学”的关系：首先是中国传统思想概念的外语翻译与表达，

这是一个悠久的 “汉学”传统。本质上讲，这也是一项 “汉语哲学”工作。通过把
“汉语”经典翻译成西方语言，形成了对于汉语、汉语思维以及汉语思想传统的再认

识，在语言边界处发现 “汉语哲学”的特质。关于汉语世界的 “本体论承诺”，不仅

中国学者应该重视，研究中国思想的外国学者也需要给予十分重视，要避免发生
“汉学主义”的问题。①这需要打破汉学家的小圈子，从更深层次来理解 “汉语哲

学”。不仅重视 “汉语世界”与 “西方世界”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异，更要重视
“本体论承诺”层面的差异。西方的 “汉学—哲学家”们，天然地有一种 “他者”视

野，处于 “外在性”位置，像葛兰言、谢和耐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Ｇｅｒｎｅｔ）、葛瑞汉、郝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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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要避免另一种陷阱，顾明栋称之为 “汉学主义”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ｍ）。参见顾明栋：《汉学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５页。



安乐哲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有益而深入的尝试。他们在理解西方哲学基础
上，对所从事的汉语思想及其语言传统的研究有高度的 “哲学反思”，强调以汉语自
身的传统与特点来理解这些哲学概念，而不是用西方概念将这些思想 “吞没”。在这
方面，安乐哲有完整的理论与实践，重视在历史中汉语所积淀的 “先验预设”。在他
看来，从根本而言，西方语言或者英语是 “本质性”语言，是基于西方存在论的语
言，与对象有对应性的语言构造，这与汉语的特点迥异；安乐哲把传统汉语称为
“事件性”语言，汉语思想传统更倾向于 “过程”而不是 “实体”，这也表现在语言
构造上。①尽管这主要关乎汉语经典的 “翻译”，当这些讨论进入 “汉语脉络”时，

这种 “跨语言”的探讨就已经是 “汉语哲学”的重要任务了。

进而言之，这样的 “汉语哲学”同样可以作为 “他者”，成为 “西方哲学”的一
种 “比照”。在这方面，弗朗索瓦·于连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Ｊｕｌｌｉｅｎ）做了大量工作。他以哲学
上的敏感，深切地感受到 “西方哲学”与汉语思想传统完全身处两个世界。他甚至用
“无关”（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来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② 他在研究中逐渐形成一种 “对比分
析法”，不是把汉语思想纳入 “西方哲学”的某种范畴，也不是进入某种 “汉学”范
式，而是强调两种思想体系的 “本源性差异”。抓住其中核心点，通过 “迂回中国”

来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的成见。③他所进行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中国哲学”研究，也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④ 而是有意识地基于 “汉语世界”的思想脉络来进行哲
学 “比照”。于连的哲学工作也昭示 “汉语哲学”的一个主要意义，不再是以 “西方
哲学”来看待 “汉语哲学”，而是以 “汉语哲学”重新理解 “西方哲学”。尽管他的著
作都是由法语写成，但在笔者看来，依然可算是 “汉语哲学”的工作。

第二层面是运用 “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助益 “西方哲学”研究。就一种广义
的 “汉语哲学”来说，运用 “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可以对来自西方的哲学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汉语”理解世界的方式可以为 “西方哲学”的研究提供独到视角。迈
克尔·斯洛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ｌｏｔｅ）作为西方哲学家，在他的德性伦理学研究中纳入了
大量 “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⑤耿宁作为现象学家，他对于王阳明的研究也推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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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安乐哲、郝大维： 《切中伦常 〈中庸〉的新诠与新译》，彭国翔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２８页。
参见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６页。
参见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塞斯：《（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
话》，张放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参见张西平：《中文版序：汉学作为思想和方法论》，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
塞斯：《（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第２页。
参见迈克尔·斯洛特：《阴阳与道德情感主义》，李家莲译，《湖北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此外参见他写作的 《阴阳的哲学》，斯洛特以他自己的方式阐发了对于 “阴阳”
的理解。尽管这样的理解有争议，但是 “阴阳”的视角却是汉语世界所提供的。



其现象学研究。①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成为 “汉语世界”哲学家们研究 “西方哲学”的
方式，另一方面也是 “汉语哲学”向世界延展的方式。黄勇发起了一系列 “相遇中
国哲学”（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工作，以汉语思想资源回应当代西
方哲学的问题：每次挑选一位当代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他以前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
道中国哲学。邀请十几位中国哲学学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批判性地和建设性地参与西
方哲学家的工作，同时得到西方哲学家回应。尽管这项工作具有比较性，但主要目
的并不仅仅在于确认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与中国哲学观点之间的相似点或不同点，而
是试图看到来自中国哲学传统的见识如何为西方所处理的哲学问题提供一些新的启
示。简而言之，该项目主要不是历史性的，而是哲学性的；不是解释性的，而是建
设性的。”②这种当代性而不是历史性，哲学性而不是解释性的做法，正是 “汉语哲
学”的旨趣与生命，尽管不是以汉语展开，但其精神实质始终源自 “汉语世界”。

第三层面是以 “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在世界境遇中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就是
说，要有源自 “汉语世界”来设置哲学议题的能力，并使 “汉语哲学”在世界范围
得到理解和讨论。在这方面，“天下”（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ｖｅｎ）这个有着汉语本源性思
想渊源的概念通过赵汀阳的哲学努力而成为国际学界的术语。“天下”的提出并不囿
于汉学界，也不是直接针对 “西方哲学”的回应，而是 “自作主张”地提出了自己
的哲学概念，并重新看待世界，看待西方哲学。这种概念作为一种 “他者”，对于西
方固有的 “世界”“国际”等概念都是一种挑战，丰富了 “全球哲学”对于相关问题
的论述。“天下”能够 “翻译”成西方语言，不仅是语言问题，更需要卓越的哲学工
作，有能力在现代语境下对传统概念做出清晰的哲学阐释，从而使这个 “汉语概念”

能够在 “世界境遇”中重新鲜活起来。这正是 “汉语哲学”的理论目标，也是 “汉
语哲学”未来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汉语哲学”建立在 “迂回”的视野之上，通过 “他者”进行自我省思。这需要
将 “西方哲学”的 “普遍性”重置为 “他者”才能完成，这是一个 “范式转换”。这
里所论述的 “汉语哲学”的内涵与规范，西学入中或汉学入西，无论哪方面都是在
不同语言板块的 “碰撞”中产生，都凸显了 “双重语境”。只有在这样的 “双重语
境”下，“汉语哲学”才能以一种开放姿态应对当代世界的挑战。当然，在此基础之
上，“汉语哲学”更期待一种未来哲学。

〔责任编辑：莫　斌　蒋净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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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耿宁：《心的现象》，倪梁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英国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出版社合作，出版 《复旦遇见中国哲学》丛书，
针对西方主流哲学中的哲学问题以汉语背景的哲学家进行回应，该段文字为每册内页
的介绍。参见 Ｙｏｎｇ　Ｈｕａｎｇ，ｅｄ．，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ｌｏｔ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ＬＣ，２０２０．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ｕｎ　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１５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ｕｓｔ　ｇｉｖ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ｏｒｌｄ．Ｍａｎ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汉语哲学），ａｎ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ｈ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ａｐ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中国哲学）．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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